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
——基于省域空间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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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转型使各产业间相互融合、边界收缩消失，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采用我国31个省份2011－2018年有关空间面板数据，从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创新平台投入和环境投入等维度，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建立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理论模型。分析发现：（1）整体上我国产业融合度不高，具有较强的区域差异，北京、上海两地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高，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低。（2）产业融合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投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和全域空间集聚特征。（3）数字化转型的各投入要素对于产业融合发展均有正的空间促进作用，对领近地区具有空间联动和空间外溢效应，其中环境投入具有阴影效应，资本投入具有标杆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构建合理的域间域内产业格局和优良的数字化创新生态环境、增强人才研发能力和引导创新资本参与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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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on Industrial Convergence：Based on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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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various industries and shrinking their boundaries to disappear. Using space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based on Cobb-Douglas Func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spatial effe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labor input, capital input, innovation platform input and environmental input.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1) On the whole, China's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gree is not high, there are strong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integration degree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is higher, and that of other provinces is lower. (2) The factor inputs of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oth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also have glob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3) Each input factor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a positive spatial promoting effect o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has a spatial linkage an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neighboring areas, among them, the environmental input has a shadow effect, and the capital investment has a benchmark effec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uch as constructing reasonable 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pattern and excellent digital innov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nhancing tal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bility and guiding innovation capit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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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移动平台的发展为产业相互融合发展提供了桥梁，为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带来了契机。数字化转型是指以“互联网+”为重要载体，将数字化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手段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数字化转型改善了现有产业运营流程和商业模式，一方面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契机，另一方面使产业之间边界收缩消失、相互融合。产业融合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本途径，是以解决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为目标的科研新范式，被称为“第三次科技革命”[2-5]。以数字化转型为桥梁的学科交叉、行业跨界、资源共享趋势，为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新契机[6-7]。采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以数字化转型为手段，各产业间相互融合汲取发展新动能，形成资源共享、跨行业融合发展，促进要素流动和效率提升，是新时代产业发展的新模式。因此，针对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影响的分析，有利于促进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融合发展。
由文献分析发现，数字化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信息数字化（information digitization）、业务数字化（business digit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1]，数字化转型是目前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认为数字化转型是驱动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生产力。从研究方法来看，大部分学者以质性研究为视角，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如贾康[8]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认为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传统企业相互融合发展；赖红波[9]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指出信息与通信技术广泛被企业使用，建立了以信息技术为中介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周文辉等[10]采用案例分析法分析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员工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较少学者采用定量分析法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有如程广斌等[11]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份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需求拉力和供给推力是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田增瑞等[12]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认为科技孵化创新推动了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为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已有研究从质性研究的视角分析较多，从空间计量分析的较少；其次，大多学者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较少学者从产业融合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三，多数学者从单维度的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较少从多维度进行分析；第四，大多数学者采用企业为数据样本来源，较少采用区域经济为数据样本来源；第五，数字化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新的特征，前人的研究在提供了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也为本研究提供了空间。因此，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样本区域，采用其有关空间面板数据，从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投入、数字化转型资本投入、数字化转型平台投入和数字化转型环境投入等多角度，既考虑时间特征属性和个体差异，又以个体内部的动态性和个体间的空间相关性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可以使分析更加具体和准确。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1）研究方法有所丰富，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考虑各变量的空间效应，分析各变量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可以使结果更加准确[13]8；（2）研究视角有所丰富，以产业融合的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升级发展的影响；（3）研究维度有所增加，从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平台投入和环境投入等维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4）样本数据的选取有所丰富，对我国31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缓解解释变量间的共线性和观测指标的变异性；（5）研究结果较以往研究有所丰富，发现本地的数字化环境投入对相邻区域产生阴影效应，将会抽空临近地区的市场，阻碍临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2  数据说明和模型建立
2.1  理论依据和变量选取
Schumpeter等[14]指出创新是生产要素或条件的新组合带来的内生研发力，是产业升级的动力[15]。产业融合发展表示为适应产业发展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者消失[16]21,[17]，跨外部边界、跨内部边界和内部消化获取创新技术的过程，达到产业交互融合发展，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生产效率提升。本研究主要针对一二三产业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产业间发生的边界收缩或者消失，达到融合发展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的过程。首先，数字化转型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了智力支持和技术创新。Romer[18]认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劳动力投入是内生变量，以人力资本体现的知识规模报酬递增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信息与通信技术从业者通过创造性活动，创造出数字化转型的工具，提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开发技术，各产业以数字化转型为发展手段使产业边界消失，相互融合发展、相互融合汲取发展新动能。其次，数字化转型作为新型技术创新，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生产方式的变革[2]。Solow[19]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的运用使产业互联、互通，技术渗透深度融合，促进了产业间要素流动和生产方式变革，带动产业融合发展动力。再次，数字化转型的资本投入为创新技术的研发和运用提供了资金保障。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促使产业间形成相同的技术支撑与共同的创新基础，改变了产业资本投入结构，使传统产业间的边界日趋模糊，联系更加紧密，最终促成产业融合发展。第四，数字化转型环境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了市场需求。数字化转型环境为消费者提供了便捷、准确、高效的交易环境，消费者更容易表达消费意愿。以创造消费者价值为最终目标，行业间的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共生关系[20]，相互取长补短，不断延伸和扩展、优化产业链，以便整合不同行业的资源达到合作共赢，形成市场需求方面的融合发展动力。
[bookmark: OLE_LINK1]由以上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均为生产性活动，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关系特点，因此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选择各变量如下（见表1）：
（1）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投入（lob），表示在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提供数字化转型的智力支持，体现数字化转型研究供给能力以及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能力。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移动互联技术来实现，需要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开发；另一方面，移动互联大多通过智能手机作为物质载体[8]，实现对商业活动数字化的需求。ICT是数字转型存在的基础，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范围由ICT的技术特征决定[21]。因此，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等指标表示[9-10，22-23]。
（2）数字化转型资本投入（cap），表示在各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提供数字化转型的社会资本投入。数字化转型的内核为ICT产业，ICT资本具有替代性和渗透性，以ICT资本为核心形成的数字化转型资本对三大产业产生突破效应与融合效应[24-26]，改变产业资本投入结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对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采用软件业务、软件产品、信息技术服务、运营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嵌入式系统软件等资本投入等指标表示[27-28]。
（3）数字化转型创新平台投入（pla），表示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物理空间、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持的投入。创新平台是提供技术与产品研发、成果转化、技术服务、科技创业投融资服务、人才培养等各类数字化转型服务的一种综合性载体[29]。采用孵化器数、众创空间数、国家级高新区数、国家级科技园数、国家重点实验室数等指标表示[7，12，30]。
（4）数字化转型环境投入（evn），表示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相应的环境基础的投入。数字化转型需要通过“互联网+”最终实现，互联网普及、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和移动电话普及为各产业的生产者和需求者提供了数字化转型互动的环境，为各产业之间相互交融提供具体的物质载体环境。在“互联网+”的环境背景下，各产业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及时性、共享性、传递性等特性互联互通，相互融合、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进而达到淡化产业间的排他性，实现产业间的共享性。此外，创业风险投资环境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是社会资本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桥梁，对技术市场的形成和发育起着开路作用。因此，选择互联网普及率、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移动电话普及率、营商环境质量指数、创业风险管理机构占有率等指标表示[31-32]。《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和《中国创业风投发展报告》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已经相对成熟、稳定，因此选择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指数表示地区营商环境质量；以中国创业风投发展指标体系为参照，选择创业风险投资管理机构数与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数之比表示创业风险投资管理环境。
（5）产业融合发展（int），表示为适应产业发展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者消失[16]21,[17]，跨外部边界、跨内部边界和内部消化获取创新技术的过程，达到产业交互融合，生产要素流动和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创新技术向三大产业渗透，使得积累性创新过程转变为突破性创新过程，促进了产业链垂直分解和价值链解构，使产业间边界消失，达到相互融合发展。在传统三大产业划分投入和产出的基础上，可通过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体现产业融合发展程度[33-35]。其中，中间投入率表示第 r 产业部门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过程中中间投入与总投入的比。中间投入率越高，说明该产业对其他产业生产驱动力越强、附加值率则越低。计算公式如下：

Tk=                                                                     （1）
式（1）中：Tk为k产业的中间投入率；Xkr为第 r 产业所消耗的k产业的价值量；Zr为r产业的增加值；k和r代表产业部门。
中间需求率表示各产业部门对第k产业部门的中间需求之和与整个国民经济对k产业部门的总需求之比。中间需求率越高，则该产业部门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力越强。计算公式如下：

  Dk=                                                     （2）
式（2）中：Dk为k产业的中间需求率；Qk为k产业的最终总需求。
表1  数字化转型和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指标
	变量类型

	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投入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移动电话用户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资本投入
	软件业务投入，软件产品投入，信息技术服务投入，运营服务投入，集成电路设计投入，嵌入式系统软件投入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创新平台投入
	孵化器数量，众创空间数量，国家级高新区数量，国家级科技园数量，国家重点实验室数量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环境投入
	互联网普及率，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移动电话普及率，营商环境质量指数，创业风险投资管理环境
	解释变量

	产业融合发展
	中间投入率，中间需求率
	被解释变量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我国在近10年才将众创空间作为统计指标，采用2011－2018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未含港澳台地区）的经济数据，在传统三大产业划分投入和产出的基础上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三大产业带来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的《科技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中国创业风投发展报告》。部分缺失数据采取均值法进行插补，各资本投入量使用消费价格（CPI）指数平减，将其折算为以2011年不变价表示的实际值。因为不同单位和量纲将会对结果带来失真，因此需要对所有的数据采取无量纲化处理，降低单位、量纲带来的影响。在各种处理方法中，标准差标准化（Z-Score）能够不改变指标内的差异，有效提高综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36]，因此采用标准差标准化对所用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如下：

Fkr=                                                        （3）

                                                       （4）

 Rr =                                                 （5）

式（3）至式（5）中：Rr为r产业总体标准差；Fkr为k产业的第r项指标的标准化值；Ukr为k产业的r项指标的具体值；为r产业总体平均值；m为指标项数。
熵值法能够反映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体系中的客观性，因此选择熵值法确定各个指标在变量中的权重，形成各变量的综合评价值。具体方法如下：
（1）计算各评价指标的比值（Pkr）。计算公式如下：

Pkr=                                                     （6）
[bookmark: _GoBack]式（6）中：Pkr表示k产业第r个指标的指标比值；m为指标项数。
（2）计算第r项指标的熵值（er）。计算公式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00] er=−      0≤er≤1                                （7）
（3）计算各指标的变异系数（gr）。计算公式如下：
     Gr=1−er                                                           （8）
（4）权重系数（Gr）的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Gr=      r=1，2,…,m（0≤Gr≤1，）                    （9）
（5）对被评价对象综合评价（Hr）。计算公式如下：

Hr=                                                        （10）
式（10）中,Fkr (k=1, 2, …, m;r=1, 2, …, m) 表示k产业的第r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2.3  理论模型
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如下：
int=（lob，cap，pla，evn）=A×lob1×cap2×pla3×evn4                  （11）
对函数式两边分别取对数，建立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理论模型：
   ln（int）=C+1ln（lob）+2ln（cap）+3ln（pla）+4ln（evn）         （12）
式（12）中：A为全要素生产率；C为常数项；为未知系数。
Anselin[13]8认为地区之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相关性，并非完全独立，空间计量分析能够更加准确地分析空间数据的关系和依赖。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根据以上分析，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分别设置为：
（1）SAR模型：

ln（int）it=ln（int）jt+1ln（lob）it+2ln（cap）it+3ln（pla）it+4ln（evn）it+i+it  （13）
（2）SEM模型：
ln（int）it=1ln（lob）it+2ln（cap）it+3ln（pla）it+4ln（evn）it+i+it     （14）

    it=it+it                                                                              （15）
（3）SDM模型：


ln（int）it=ln（int）jt+1ln（lob）it+2ln（cap）it+3ln（pla）it+4ln（evn）it+ [×ln（lob）jt+ln（cap）jt+ln（pla）jt+ln（evn）jt]+ i+it                    （16）    
式（13）至式（16）中：i和j为地区截面；t为时间维度；n为地区数；为空间自回归系数；i为空间个体效应；it为空间误差项；为随机误差项；为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Wij为空间矩阵。
空间权重矩阵运用Rook相邻原则，采用简单二分权重矩阵，形式如下：
Wij=                                        （17）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3.1  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分析
运用公式（1）～（10）计算出整理后的ln（int），得到2018年样本省份产业融合发展程度三分位表（见表2），分析可见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程度整体不高，大部分省份属于第三类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分散，具有较强的区域差异。其中，北京和上海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是人才、资本和先进技术的集聚地和桥头堡，是数值化转型的先锋，拓宽了产业融合的宽度和深度，进而达到产业相互融合、产业重组兼并，产业融合程度最集中；山西、天津、江苏、浙江等省份地处沿海一带，融合创新资源禀赋强，更容易以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融合发展；第三类地区主要是处于不具有区位优势、第三产业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省份，以及处于老工业区和中部地区的省份，其第二产业比例较重，因此产业融合发展不足。
表2  2018年样本省份产业融合发展程度三分位表
	类型
	产业融合程度
	省份

	Ⅰ
	6.221 1～6.530 4
	北京、上海

	Ⅱ
	6.061 4～6.221 1
	山西、陕西、宁夏、重庆、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天津

	Ⅲ
	5.947 6～6.061 4
	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河南、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江西、安徽、海南



3. 2  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选择全域莫兰指数（Moran’ S ）进行分析，取值范围在[−1，1]之间，若值大于0时表示存在空间正相关，若值小于0时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值为0时表示二者不存在空间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                                   （18）


S2 =                                           （19）

式（18）（19）中：Yi为第i地区的观测值；为n个地区的平均值；n为地区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S2为观测值的总体方差。
运用2011－2018年样本省份数据，采用GeoDa软件对全样本的进行计算。由表3可见，各变量的Moran' s  指数值均为正值，在考察期内均在1%以内拒接原假设，说明各变量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表明在省际产业融合发展和数字转型各要素投入上具有全域空间集聚特征，以及与相邻区域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联动和空间效应，为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提供了统计意义的支持。
表3  样本省份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全域莫兰指数值
	年份
	劳动力投入
	资本投入
	创新平台投入
	环境投入
	产业融合发展

	2011
	0.264 3
	0.233 8
	0.203 8
	0.464 5
	0.247 2

	2012
	0.260 1
	0.274 4
	0.205 4
	0.480 6
	0.233 4

	2013
	0.254 6
	0.322 1
	0.209 9 
	0.449 1
	0.221 5

	2014
	0.248 0
	0.315 2
	0.328 0
	0.436 7
	0.236 7

	2015
	0.251 5
	0.329 3
	0.362 9
	0.424 4
	0.241 6

	2016
	0.240 3
	0.311 6
	0.317 1
	0.389 3
	0.232 8

	2017
	0.239 2
	0.305 0
	0.260 3
	0.346 4
	0.235 7

	2018
	0.236 8
	0.315 5
	0.253 7
	0.332 4
	0.237 9


注：、、分别为1%、5%、10%显著。下同。

运用MATLAB2012b软件，在不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分析LM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其中LM-Error、LM-Lag均不显著，则不存在空间滞后项和空间误差项。LM-Error、LM-Lag均显著的情况下，Robust LM-error显著，则存在空间误差项，Robust LM-lag显著，则存在空间滞后项。LM-Error、LM-Lag只有一项显著的情况下，LM-Error显著，则存在空间误差项，LM-Lag显著，则存在空间滞后项。由表4分析可以发现，在空间误差检验中，时间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在5%条件下拒绝原假设，双固定效应在10%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普通混合面板效应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稳健的LM检验在普通混合面板效应和空间固定效应中在5%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时间固定效应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在空间滞后项检验中，稳健的LM检验在4种效应中均在10%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普通混合面板和空间固定效应的LM检验在5%水平下显著拒绝原假设，而时间固定效应和双固定效应则无法拒绝原假设。因此，综合表3可以认为，本研究设置的模型应该包含空间误差项，是否包含空间滞后项还不能确定。
通过LM检验进一步检测时间固定和空间固定效应的显著程度，其中空间固定效应的LR检验结果为632.694 4，P0.000，拒绝无空间效应的假设；时间固定效应的LM检验结果为14.766 5，P0.000，拒接无时间效应的假设。
表4  样本省份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无空间效应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普通混合面板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双固定

	ln（lob）
	0.064 3
	0.029 8
	0.083 8
	0.024 4

	
	（5.877 7）
	（1.842 8）
	（7.865 4）
	（0.896 0）

	ln（cap）
	0.021 1
	0.000 7
	0.019 1
	0.001 5

	
	（5.345 2）
	（0.032 3）
	（5.205 4）
	（0.614 3）

	ln（pla）
	0.012 6
	0.005 3
	0.039 1
	0.009 6

	
	（1.964 6）
	（1.722 1）
	（5.184 3）
	（2.542 9）

	ln（evn）
	0.107 8
	0.005 0
	0.110 1
	0.001 8

	
	（6.624 9）
	（0.367 4）
	（7.139 5）
	（0.129 1）

	Intercept
	5.820 7
	
	
	

	R2
	0.909 0
	0.904 4
	0.949 8
	0.903 4

	Loglikols
	250.881 0
	579.673 2
	270.709 3
	587.056 5

	LM –lag
	6.078 9
	1.436 1
	1.191 6
	0.209 8

	
	P=0.001
	P =0.023
	P =0.275
	P =0.647

	Robust LM-lag
	1.059 9
	0.990 2
	10.296 7
	3.681 0

	
	P=0.003
	P =0.003
	P =0.001
	P =0.005

	LM-error
	5.030 6
	1.152 7
	0.498 9
	0.044 7

	
	P =0.002
	P =0.028
	P =0.048
	P =0.083

	Robust LM-error
	0.007 6
	0.706 8
	9.604 0
	3.515 8

	
	P=0.030
	P =0.040
	P =0.002
	P =0.061


注：括号内为t值。

综上所述，在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模型中存在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为了进一步分析杜宾模型（SDM）是否可以简化为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采用沃尔德（Wald）检验空间滞后效应（Wald sptial lag）和空间误差效应（Wald spatial error），似然比（LR）检验空间滞后效应（LR spatial lag）和空间误差消息（LR spatial error），以及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由表5可以看出，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4种模型检验的P值均小于1%，拒绝原假设，Hausman检验的P值均小于5%，拒绝原假设。结合上述LM检验和稳健性LM检验分析，因变量间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选择SDM面板模型。

表5  样本省份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空间效应的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统计量
	T值
	P

	Wald sptial lag
	16.688 5
	0.002 2

	LR spatial lag
	16.292 0
	0.002 7

	Wald spatial error
	17.044 3
	0.001 9

	LR spatial error
	16.482 5
	0.002 4

	Hausman test
	17.009 0
	0.048 6



根据表6结果，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应选择SDM面板模型的时间固定效应，其中R2较大，为0.953 8，ln（lob）、ln（cap）、ln（pla）、ln（evn）分别均在1%水平下显著通过检验，W×ln（pla）、W×ln（evn）、W×dep×var分别均在1%水平下显著通过检验，W×ln（lob）、W×ln（cap）分别均在5%水平下显著通过检验，Log-likelihood较大，为280.337 9。由于本研究所选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并且我国土地辽阔、地域差异较大，因此综合考虑选择时间固定效应进行分析更为恰当，并对总效应进行分解。在空间面板分析中，各自变量除了对本地区因变量有直接影响外，还对临近地区因变量有影响。
表6  样本省份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杜宾面板模型分析
	变量
	无固定效应
	空间固定
	时间固定
	双固定效应

	ln（lob）
	−0.067 1***
	0.012 8*
	0.065 0***
	0.015 3

	
	（−5.553 3）
	（0.415 2）
	（5.670 0）
	（0.546 5）

	ln（cap）
	0.018 5***
	−0.001 0*
	0.015 5 ***
	−0.001 8*

	
	（4.723 7）
	（−0.402 9）
	（4.079 2）
	（−0.777 3）

	ln（pla）
	0.020 8***
	−0.008 6***
	0.028 1***
	−0.012 2***

	
	（2.575 5）
	（−2.233 9）
	（3.504 5）
	（−3.277 1）

	ln（evn）
	0.095 2***
	0.007 8**
	0.083 9***
	−0.005 3*

	
	（5.531 1）
	（0.538 4）
	（5.041 9）
	（−0.389 0）

	W×ln（lob）
	0.015 0*
	0.139 5***
	0.026 1**
	0.022 2

	
	（0.697 4）
	（2.933 9）
	（1.188 6）
	（0.419 6）

	W×ln（cap）
	0.023 3***
	0.000 2*
	0.024 2**
	−0.002 6

	
	（2.608 3）
	（0.052 9）
	（2.676 5）
	（−0.528 6）

	W×ln（pla）
	−0.033 5***
	−0.005 9**
	0.039 1***
	−0.021 0***

	
	（−3.380 9）
	（−1.097 1）
	（2.178 6）
	（−2.847 0）

	W×ln（evn）
	0.005 1
	−0.078 9***
	−0.020 5***
	−0.103 3***

	
	（0.158 7）
	（−2.656 5）
	（−0.640 5）
	（−3.413 3）

	W×dep×var
	0.1339 4**
	0.102 0*
	0.080 0***
	0.003 0

	
	（1.573 2）
	（1.172 4）
	（0.874 5）
	（0.033 3）

	R2
	0.846 0
	0.963 9
	0.9538
	0.966 5

	Log-likelihood
	262.344 9
	584.967 6
	280.337 9
	595.328 3




为了估计出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通过MATLAB2012b把空间总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对int的时间固定SDM面板模型进行计算。从表7可以看出：
（1）各变量总效应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各要素投入对产业融合发展均有正的空间效应作用和空间推动作用，其中数字化转型环境投入的空间效应作用最大，劳动力投入其次，平台投入第三，资本投入最小。
（2）环境投入在各变量中的空间效应作用最大并在10%水平下显著，表明环境投入对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环境投入，产业融合发展增加
0.108 0个单位，其中环境投入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对本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134 4个单位的影响，对临近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026 4个单位的阴影效应。本地区数字化转型下的“互联网+”环境越完善，对本地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促进作用越大，形成了良好的产业融合发展环境，相关企业则倾向于选择在该地区发展，由此会抽空临近地区的市场，阻碍临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3）劳动力投入对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空间推动作用，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投入，产业融合发展增加0.083 0个单位，其中劳动力投入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对本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063 9个单位的影响，对临近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019 1个单位的影响。一方面，人力资本投入为“互联网+”开发和运用提供了科研能力，为各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互联网用户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各省份移动电话用户的增加对各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市场需求，为产业融合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因此劳动力投入从供求两方面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
（4）创新平台投入对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空间推动作用，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的创新平台投入，产业融合发展增加0.062 0个单位，其中创新平台投入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对本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027 2个单位的影响，对临近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034 8个单位的影响。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是数字化时代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平台，能够促进资源集聚并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跨领域、跨行业数字化协同创新，加快“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成产业融合发展。
（5）资本投入对产业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投入，产业融合发展增加0.037 1个单位，其中资本投入平均每增加1个单位，对本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014 9个单位的影响，对临近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带来0.022 1个单位的影响。各种软件、信息服务和技术嵌入培育高端服务业的开发资本投入增加，以数字化技术嵌入为中介，促进产业相互融合不仅使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发展，而且数字化、智能化促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催生新型高端产业链。因此，资本投入一方面促进了本地产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临近地区带来了标杆效应，带动临近地区加大软件开发、信息技术服务、嵌入式技术开发的投入，带动临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表7  样本省份数字化转型对产业融合发展的杜宾模型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效用值
	T值
	效用值
	T值
	效用值
	T值

	ln（lob）
	0.063 9
	5.554 8***
	0.019 1
	0.0917 1**
	0.083 0
	3.484 2***

	ln（cap）
	0.014 9
	3.883 4***
	0.022 1
	2.614 4***
	0.037 1
	4.069 5***

	ln（pla）
	0.027 2
	3.345 4***
	0.034 8
	2.8092 8**
	0.062 0
	4.184 6***

	ln（evn）
	0.134 4
	4.786 4***
	− 0.026 4
	−0.859 6*
	0.108 0
	1.796 3*



4  结论与对策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31个省份2011－2018年的空间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创新平台投入和环境投入等多维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传统三大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得到如下结论：（1）“共享、共生、共融”是产业融合发展重要途经，但整体上我国产业融合度不高，省际产业分散，产业融合发展程度具有较强的区域差异。其中北京、上海两地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高，其他省份的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低。（2）产业融合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要素投入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和全域空间集聚特征。（3）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创新平台投入、环境投入对于产业融合发展均有正的空间促进作用，对领近地区具有空间联动和空间外溢效应。（4）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投入的空间影响权重最大，对本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促进作用，对临近区域产业融合发展带来阴影效应，抽空临近地区的市场；劳动力投入权重第二、创新平台投入权重第三，均对本地区和临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资本投入权重最小，一方面促进了本地产业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临近地区产生了标杆效应，带动临近地区产业融合发展。
4.2  建议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得到以下建议：（1）充分利用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差异建立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机制。以数字化转型技术为桥梁促进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利用产业融合度差异合理布局域内外产业格局，形成域内产业融合生态链、域间产业梯度格局。（2）形成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创新生态环境。一是以数字化为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完善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二是以“共享、共生、共融”为手段推动5G技术发展，构建高速度、低延时的网络环境，为“万物互联”、人工智能奠定基础，以数字化转型促进本地区产业融合发展；另外，以5G技术为手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桥梁，带动我国的临近国家和地区数字化环境建设，形成良好的“互联网+”环境，助推我国产业融合发展。（3）构建数字化转型技术开发平台，完善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技术孵化环境，增强科技孵化平台的催化剂作用，为共性关键技术的“政产学研用”营造优良环境，使数字化转型技术为各产业兼并重组、相互融合提供助力。（4）通过提升数字化转型的创新人才研发能力，提升自主创新和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加大数字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能力，为数字化转型的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促进产业结构融合发展。（5）以政府行为引导更广泛的社会资金参与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创新与扩散，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
4.3  展望与不足
为促进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本研究以数字化转型要素投入角度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创新平台投入、环境投入能够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但是所选取的样本跨度时间较短且来源均为省份经济体，未做进一步细化；另外，以空间面板进行分析考虑了时间特征属性和个体差异，以及个体内部的动态性和个体间的空间相关性，但未考虑时间异质性。建议后续研究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以市域经济为样本并延长时间跨度，使结果更具有针对性；二是采用动态空间面本数据进行分析，增加时间的异质性；三是不以传统国民经济产业划分为标准，以产业链为标准划分产业可以使分析更具有针对性；四是充分考虑产业融合带来的产权和核心技术保护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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